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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母職」一詞蘊含著多重意涵，它可以是指社會文化透過社會制度定義女性的社會

關係，也可以是指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所擔負生育與養育的責任。本文主要是透過女性主

義觀點，檢視歐美與台灣之母性政策與法案，剖析國家如何藉由社會制度的建構，形塑

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母職實踐之經驗，並釐清母性政策勾勒的母職形象之輪廓所隱涵的性

別意識。台灣母性政策的發展從戰後初期的家庭計畫辦理，到世紀之交的「兩性工作平

等法」之實施，共歷經了半世紀之久。在這五十年期間，無論是早期以生育為主的家庭

計畫或「優生保健法」之實施，或中期以家庭為主、工作為輔的「勞動基準法」與「就

業服務法」，到近期強調家庭與工作並重的「兩性工作平等法」，都勾勒出日常生活中

女性與家庭密不可分的互動關係。然而，這些社會關係又建構著甚麼樣的母職形象與凸

顯出甚麼樣的社會意涵呢？本研究綜合歸納戰後台灣母性政策發展之社會意涵，包括：

維繫傳統核心家庭關係為主軸； 殘補式的母性保護之福利思維； 支持配套不足的  

就業環境；及 強調「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角色。  

關鍵詞：母職、母性政策、性別社會關係、殘補福利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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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rm of mothering means several. It could mean women’s social relationships within 

specific social contexts. It also could mean women’s experiences in daily life for educating or 

nurturing child. In this article, author presents a poststructuralist feminist perspective for exam-

ining the social meaning of maternity policies in Taiwan since 1945. Data from legislative bul-

letins and maternity policies/laws’ articles have been applying to analyzing the implications of 

sexual ideologies among each maternity law. During the past 50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ma-

ternity policies in Taiwan, from Family Plan to the Law of Gender Equal Rights in Job, nuclear 

family value has become the center of women’s mothering in daily life. According to this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maternity policies in Taiwan since 1945 implies four：firstly to support the 

traditional family value, secondly to establish residual welfare ideologies, thirdly to maintain 

status quo, and fourthly, to emphasize sexual stereotype based on the value of ‘man is bread-

winner, woman is housekeeper.’   

Keywords: mothering, maternity policy, social relation, residual welfare ideologies  

 

 
一、前 言 

「母親」是怎麼樣的一種公民身分？ 
現代資本工業國家對於社會福利資

源再分配（redistribution）的機制，主要

是建立在雙重公民身分（citizenship）的

界定，包括：當事人是否擁有公民身分

及在勞動市場是否有全職工作身分，前

者可說是社會福利權實踐的基本要件，

而後者卻是關係著社會福利權實踐的範

疇與內涵。在殘補福利國家中個人擁有

公民身分未必能享有充分的社會福利

權，許多時候取決於對勞動市場的貢獻

多寡而定，在這種社會福利資源分配的

邏輯思維下，女人經常因為國家對於托

育與長期照顧資源分配不足限制（註

1），而落入「不完全」公民身分的類

屬，進而被排除在某些社會福利範疇之

外。這就是為甚麼女性主義福利學家在

檢視社會福利資源再分配的機制時，對

女性在福利國家的處境發出不平之鳴。 
基本上，女性主義福利學家認為當

前福利國家建構在以英國社會福利學家

T.H. Marshall（1975）「公民權」（social 
rights of citizenship）理念為主的福利制

度，完全是以男性為中心完全忽略了女

人因為母職（motherhood）與家庭照顧

（family care），只能享有部分公民權的

社會事實。S. Sassen（2002）批判當前資

本福利國家過度強調公民身分，導致社

會福利資源再分配的機制掉入公／私領

域（public / private sphere）二元對立的泥

淖中，不僅無法回應全球化變遷趨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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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別、族群、階級與文化等差異需

求，更容易讓國家透過社會制度運作影

響個人日常生活經驗。如果「母親」（註

2）也是一種身分，那麼在資本福利國家

中又代表著甚麼樣的公民身分？當女性

「成為」母親，也致力「實踐」母職角

色時，「母親」身分到底對其社會福利資

源使用權利有何影響？在本文中，我將

藉著剖析我國與母職經驗有關的法規與

政策（或稱之為「母性政策」maternity 
policies）（註 3），說明「母親」公民身分

與社會福利資源再分配之關係，進而闡

釋我國母性政策背後隱含的性別意識。

文中討論分為 3 部分，首先說明女性主

義福利學家對於公民權的立場及主張，

其次整理西方資本福利國家對於母性政

策隱含的性別公民權論述，說明建立在

普同主義的公民權實踐可能的侷限，最

後剖析我國與母親角色的實踐有關之法

規與政策，隱含的性別公民權意識型態

與社會福利資源再分配之關連。 

二、母親的公民身分：平等或差異？ 
資 本 福 利 國 家 對 於 「 公 民 權 」

（citizenship）的討論，源自於 1950 年代

英國社會福利學家 Marshall 所提出的

「公民權」的概念。Marshall 對於公民權

的論述主要是從資本工業國家歷史演化

的觀點，闡釋公民權的發展與內涵。在

18 世紀人類社會因工業文明的興起，而

開啟了自由遷徙與訂定契約的公民權，

稱之為「民權」（civic rights）；在 19 世紀

隨著民主制度的興起，因而每個公民都

享有選舉或被選舉的政治權（political 
rights）；到了 20 世紀隨著工業文明進步

與民主政治思維，每個公民都享有國家

保障的最基本生活水平的權利，這就是

社會權（social rights）。Marshall 對公民

權的歷史觀，不僅是建立在直線演進的

邏輯思維，同時也深信公民權的實踐是

具有不可回溯（或逆流）的特性。

Marshall 認為公民權的實踐不應該區分性

別、族群或階級的差異，應以自由主義

（ liberalism ） 所 主 張 的 「 平 等 」

（equality）原則做為公民權實踐的最高

指導原則。所謂「平等原則」（the princi-
ple of equality）就是強調社會福利資源再

分配必須建立在單一準據（unitary crite-
rion），而不是建立在差別待遇的基礎。 

受到 1960 年代民權運動思維的影

響，女性主義對於社會福利資源再分配

的機制也有不同的看法。主張平等原則

的女性主義福利學家，認為社會政策與

相關法案應忽略女性的生物性本質與社

會角色，讓女人和男人一樣在公領域享

有相同的權利和機會（Bock & James, 
1992; Elshtain, 1992）。然而，機會平等卻

只是實踐社會正義的第一道、也是最基

本的關卡而已，並無法創造真正的公平

與正義的社會。R. Guerrine（2001）反譏

這種一視同仁的資源再分配原則，不僅

無法創造出性別正義（gender justice）的

社會，反而製造出更多的社會不義。因

而，部分女性主義福利學家提出尊重

「差異」的看法，呼籲只要是與女性有

關的社會政策與相關法案，都應該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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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在日常生活中扮演母職與妻職角色

的需要而給予特殊考量。主張社會福利

資源再分配應該建立在差別待遇的原則

的女性主義福利學家，挑戰了當代以男

性為中心之意識型態所建構之政治、經

濟與社會制度，強調兩性之間最大的差

異在於「懷孕與生育」（pregnancy and re-
production）及「養育」（nurturing）這兩

件事，因此只要任何與女性的生育與養

育經驗有關的法案或政策，都應該對於

女性在既有社會結構中不利地位給予特

殊考量（Land, 1999）。 
女性主義福利學家（Preece, 2002）

對於國家、公民權與性別三者關係的檢

視，往往聚焦在母職（motherhood）的經

驗與家庭照顧的角色。在父權社會中，

女性的角色經常侷限在「母親」的範

疇，而根據 Marshall 的觀點，母職的經

驗是一種私領域的生活經驗，無關乎資

本主義就業市場的經濟生產活動（這才

是公領域的生活經驗），所以不符合資本

福利國家對「公民身分」的規定，所以

女人和男人一樣擁有「身分證」，卻無法

與男性一樣享有完全的公民權（full citi-
zenship），也就是說男人與女人對於社會

福利資源再分配權利是不同的。基本

上，男性的公民權是視其對資本主義社

會貢獻的多寡而定，而女性的公民權則

是建立在社會關係脈絡中的妻職與母職

角色，與公領域的生活經驗毫無關連。

在 J. Lewis（1990）對女性的母職實踐歷

史發展脈絡中發現，19 世紀中期以前西

方社會並沒有明確的條文定義或規範女

性 的 母 職 角 色 ， 反 而 對 父 職

（fatherhood）的角色與義務有較多定義

與規範。女性被視為是母職的最佳代理

人的觀點是在了 19 世紀後期才出現，當

時有關母職角色的討論都偏重生物性母

職的層次如：避孕、節育與墮胎等議

題；到了 20 世紀中期，母親角色與女性

在母職實踐的定義與規範才逐漸浮現。

正因為我們習慣將生物性母職等同於社

會性母職，所以母職一直被視為是私領

域的生活經驗，因此女人在扮演母職的

生活經驗經常是與公領域的生活經驗平

行的。N. Chodorow（1978）當然不同意

這種觀點，認為在工業文明之前女人除

了要負責家務工作之外，也必須與男人

一樣一起外出從事勞動生產工作；當進

入工業革命以後，由於資源競爭關係導

致女人在公領域受到較多的限制與排

斥，不過工作在女人的生命經驗中仍舊

占有相當的份量。E. Boris（1994）在

Home to Work: Motherhood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Home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一書中，也說明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

的 女 性 ， 如 何 透 過 家 庭 進 行 生 產

（production）與再生產（reproduction）
結合的事實，這些都說明女人一直以不

同形式參與勞動生產活動。 
上述母親公民身分的討論點出兩個

事實，其一、西方資本福利國家雛型與

女性被侷限在私領域中扮演母職與妻職

的角色約莫是同時出現的，其二、女人

參與公領域的生活經驗是在工業革命之

後，才逐漸受到較多的限制與約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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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革命之前女人的角色反而是多元。

這兩項事實不得不讓我懷疑：女性角色

被侷限在私領域的事實，是不是導因於

工業社會中無論是資源或工作機會都有

其限制，男性為了維持自己在社會中優

勢地位，建構一套母職論述以便合法化

女人是屬於私領域的邏輯思維。這一套

性別角色的邏輯論述，在資本福利國家

中透過「政府」（註 4）背書，並藉著社

會制度的運作，對社會福利資源進行再

分配，進而對每個人的日常生活經驗產

生影響。 

三、母職公民權的實踐：歐美經驗 
在資本福利國家中，「政府」掌握

了社會福利資源再分配的權力，而社會

政策與法案就成了社會福利資源再分配

的機制，因此要釐清母職角色與公民權

實踐之關聯，就必須從爬梳母性政策與

相關法案中之性別意識。對於「母性政

策」（maternity policy）應有甚麼樣的內

涵一直充滿著爭議，假如母親就是女人

應負有生育、養育與教育孩童的責任，

那麼母職就是執行這些角色任務的行

為，因此只要是界定女人生育及養育孩

童經驗有關的政策都可稱之為「母性政

策」（Brooks  &  Lomax, 2000）。假如

母親只是女人日常生活中的選項之一，

那麼國家對於女性在實踐母職過程就會

提供較多的支持，平衡女性在私領域

（家庭）與公領域（工作）之間的衝突

（Leira, 1992; Windebank, 1999）。 
上述我提及國家掌握了社會福利資

源再分配的權力，可是我們不能天真的

將「國家」視為是真空體，抽離在社會

文化脈絡之外。「文化」當然影響了母

親的角色及母職實踐的經驗，而「文

化」也會透過與常民生活貼近的機制影

響個人生活經驗，因此主流社會對於性

別角色的意識型態，就成為建構母性政

策的基礎，進而藉由社會福利資源再分

配的機制影響女性在母職實踐過程的生

活經驗。藉由母性政策的分析，我們也

可以進一步審視目前資本福利國家是如

何界定母親的公民身分，及隱藏在母性

政策之後的性別意識型態。舉例來說，

Brooks & Lomax（2000）針對英國母性

法案進行分析，發現英國母性政策對

「母職」的界定主要是環繞在女性懷孕

與生育過程，完全將女性的母職經驗窄

化為生育的醫療觀點（註 5），較少回應

女性在養育子女過程所需要的有形與無

形的支持與協助。J. Windebank（1999）
則是透過訪問 112 位婦女過程，對法國與

英國母性政策對職業婦女日常生活所產

生的衝擊進行比較，研究結果發現法國

比較重視女性在母職實踐中「家庭」（私

領域）與「工作」（公領域）的平衡關

係，較會透過各種政策積極促進女性投

入就業市場，當女性投入就業市場機會

愈多就愈能重新調整家務分工模式，間

接促進了父親在親職照顧角色的責任。

然而，英國明顯的忽略藉由政策鼓勵女

性投入就業市場，因此英國女性在生育

兒女之後投入就業市場的機會明顯的少

了許多，無形中也強化了家務分工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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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角色。無論是 J. Brooks 等人或 J. Win-
debank 的研究，都指出國家掌握了社會

福利資源再分配的權力，透過社會政策

的機制操作性別角色的意識型態，進而

影響女性的日常生活經驗。 
資本福利國家對於公民身分雙重身

分界定的事實， D. Sainsburg（1996）在

Gender, equality and welfare state 一文中，

檢視英、美、荷蘭與瑞典四個國家之母

性政策凸顯的性別社會關係，發現這 4
個 國 家 的 「 母 性 津 貼 」（ maternity 
benefits）是源起於對女性勞動力的保

障，後來逐漸關心母子（母親與嬰兒）

健康與福利的保障，最後卻出現兩種截

然不同的類型，第 1 種類型強調子女照

顧是個人與家庭的責任（母職是私領域

的生活經驗）如：美國、英國及荷蘭，

第 2 種類型強調子女照顧是國家社會的

責任（母職是公領域的生活經驗）如：

瑞典。美國對於母性津貼的保障完全是

建立在「殘補式」的福利概念，政府只

有透過老年與身心障礙給付提供母性津

貼，其餘全部與個人工作及就業狀況有

關（屬於職業福利，所以到了 1980 年只

有 20%有幼小子女的婦女使用）。英國的

母性津貼主要是由 4 種福利組成，包

括：對新生兒所提供的給付（稱之為

maternity grant）、女性因為生育而影響所

得收入的補貼方案（稱之為 maternity al-
lowance）（註 6）、母職給付及育嬰假

（稱之為 maternity pay）、和所得有關的

津貼補助（稱之為 earnings related sup-
plement）（註 7）。相較於英、美兩國，荷

蘭提供較為優渥的母職津貼補助，例如

「員工保險」（Employee Insurance）的所

得替代率約為百分之百，可是並無明文

規定職業婦女有育嬰假，加上育嬰津貼

並不適合用在家庭主婦與自營工作者，

導致婦女使用母職津貼的比例相當低

（到了 1980 年只有 27%的有幼小子女婦

女使用母職津貼）。無論是英國、美國或

荷蘭，幾乎都忽略了性別角色的差異，

一視同仁的運用 Marshall 對公民身分的

界定做為社會權行使的準據，導致空有

政策美意、卻與女性生活經驗與需求形

成相當大落差（這些都可以由低使用率

看出端倪）。 
相較之下，瑞典在 1974 年通過「親

職保險法案」（Parental Insurance Act），
進一步將母職津貼擴及父親，也就是說

無論男性或女性只要有需求都可以使用

親職津貼。瑞典的「親職保險法案」中

有兩種關鍵性規定，第一種規定是與家

庭薪資所得有關，只要父母任何一方因

為子女照顧因素導致所得收入損失，那

麼就可以申請親職照顧津貼補助，這項

補助最高可以補償原薪資之 90%（註

8）。第 2 種規定則是運用「普同原則」

的單一津貼概念（flat rate benefits），針

對原本就沒有在就業市場有全職工作或

無工作的父母，因照顧子女而給予親職

照顧津貼補助，截至 1980 年約有 95%有

幼小子女的母親，因為需要照顧年幼子

女而申請此項津貼補助。瑞典的「親職

保險法案」明顯的將子女照顧視為是國

家社會的責任，所以無論是父親或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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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方參與子女照顧的工作，國家都

給予照顧津貼補助，且給付水準也幾乎

涵括原先工作所得水準。瑞典的「親職

保險法案」不只解構了父權社會將性別

二分化的思維，同時也解構了公民權實

踐必須建構在「身分證」與「工作狀

況」雙重資格認定的觀念。美國婦女的

母職經驗可說是截然不同於瑞典婦女的

母職經驗，在性別角色對立的保守福利

國家中，女人企圖在母職與工作間取得

平衡，可說是相當艱苦的事。 

四、生育是天職或母職？ 
我國有關母性政策的規範主要來自

憲法第 156 條，對婦女基本人權保障的

規定：「國家為了奠定民族生存發展之基

礎，應保護母性，並實施婦女與兒童福

利政策」（線條是作者自己加入）。換言

之，婦女福利政策與兒童福利政策或相

關法規的制訂，只是達到憲法保護母性

的最基本要件而已，不過兩者發展經驗

迥然不同。「兒童福利法」是在 1980 年

制訂通過，在 1990 年代也有幾次的修法

行動，2003 年更與「少年福利法」整合

為「兒少福利法」。然而，我國目前尚無

任何一個法案是以「女性」或「婦女」

為主體，雖然 2000 年母親節前夕通過

「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線條是

作者自己加入），但是有權使用這項社會

福利資源的婦女必須是「特殊境遇」婦

女、而非「所有」婦女。從「特殊境遇

婦女家庭扶助條例」第 2 條規定（註

9），更可以看出立法精神完全是著眼於

保障家庭生活的穩定性與下一代的基本

生活權益，而不是為了提供特殊境遇婦

女本身的基本權益保障。 
進一步檢視在 1945 年以後通過與母

性保護有關的政策與法案，則發現在

1980 年代以前對於母性保護的概念，幾

乎都與女性的「生育」經驗（註 10）有

關。在 1960 年代中期以後，國家開始透

過政策與相關規定積極介入女性的生育

經驗，例如：在 1967 年提出「五三」口

號，強調「婚後 3 年才生育，最多不超

過 3 個小孩，33 歲以前完成生育」，而

1971 年更進一步推出「兩個孩子恰恰

好，男孩女孩一樣好」的口號，這些都

是政府透過國家機器以「節育」做為包

裝「紓解」人口壓力（註 11）的具體事

實。行政院在 1968 年公布「台灣地區家

庭計畫實施辦法」，隨後又公布「中華民

國人口政策綱領」，這兩者其實都是強調

「人口控制」的重要性，出發點根本不

是在「保護母性」，而是維繫傳統父權社

會中性別角色分工的模式與舊時代的性

道德觀。根據「台灣地區家庭計畫實施

辦法」規定，「節育」推廣對象的審查是

以「婚姻」為資格要件，唯有「已婚」

婦女才可以獲得節育知識與避孕權益，

「單身」或「離婚」婦女則被排除在

外，而這項實施辦法的辦理重點，也是

在「增進母子健康」為主，孕前衛生服

務的宣導與輔導對象都是以「已婚」、且

「有偶」的婦女為主，所以「未婚」、

「離婚」和「喪偶」婦女完全被排除在

外，更忽略了男性在家庭計畫中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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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義務。這些現象都勾勒著 1980 年代以

前的母性保護理念，完全是建構在生物

性母職角色，忽略了女性做為一個獨立

個體的需要與權益，而家庭計畫的辦理

更是透過國家機器，進一步規範女性的

角色與行為，傳遞著婚姻關係中的性行

為，才是社會悅納的行為的價值意識。 
在 1983 年通過的「優生保健法」與

1960 年代推動的家庭計畫一樣，也是關

係著女性的懷孕與生育經驗，不過兩者

卻是建立在不同的性別意識型態。就法

律內涵而言，家庭計畫的推行是屬於預

防性的措施，強調女性可以透過節育與

避孕達到計劃性的生育目標；而「優生

保健法」卻是兼顧了事前預防與事後補

救的功能，不僅提供即將結婚或已婚男

女，免費優生保健諮詢之服務，同時任

何一方經醫學診斷具有遺傳性或傳染性

疾病者，在配偶同意之下就可以進行免

費的人工結紮手術，或懷孕婦女經診斷

或證明有不適合懷孕或生產原因，也可

以依其個人意願施行人口流產，但是已

婚婦女必須配偶同意才能施行人工流產

手術（第 9 條）。就實質效益而言，家庭

計畫的推行主要是為了控制人口成長，

而「優生保建法」則是交互運用優生保

健諮詢、人工結紮手術及人工流產合法

化等方式達到提高人口素質、保護母子

健康及增進家庭幸福的目標。優生保健

的實施超越了過去以人口控制與母體健

康為範疇的家庭計畫之理念，尤其是

「優生保健法」第 9 條人工流產合法化

規定，更進一步讓女性擁有權力，可以

依據自由意願決定是否終止懷孕，凸顯

出對女性身體自主的重視。不過，第 9
條人工流產合法化的規定，要求「已

婚」婦女必須要在配偶同意之下，才可

以施行人工流產手術，可說是對女性主

體意識最大的諷刺與反挫。 
另一項與女性生育經驗有關的法

案，則是衛生署在 1986 年公布的「人工

生殖技術倫常綱領」。「人工生殖技術倫

常綱領」最大的爭議在於「代理孕母」

開放與否，由於開放代理孕母牽涉的權

利義務範圍廣泛，所以當時是被排除在

條文之外，甚至在 1994 年衛生署公布的

「人工協助生殖技術（註 12）管理辦

法」中，更明文規定禁止代理孕母的行

為。到了 1996 年，衛生署舉行人工生殖

技術諮詢委員會籌備修訂草案之討論會

議中，部分人士建議未來應開放代理孕

母，而開放對象應以「已婚婦女」為

主。次年，衛生署署長詹啟賢上任之

後，明確裁示開放代理孕母是時勢所

趨，所以未來修法內涵應朝向開放代理

孕母的方向建構相關條文規範以杜絕爭

議。由於開放代理孕母所涉及的層面太

過廣泛，加上婦女團體對於開放與否也

持不同立場，部分婦女團體對開放代理

孕母持保留態度，擔憂女性子宮成為父

權社會強化傳宗接代的工具，讓女性存

在的價值淪為父權服務的工具，甚至是

加深了階級剝削關係；支持開放代理孕

母者則是希望透過開放代理孕母政策，

減輕女性因不孕所形成的父權意識的壓

迫，這種爭議使得開放代理孕母的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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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列入行政院修訂版草案中。 
整體而言，在 1980 年代中期以前國

家是藉由「家庭計畫」與「優生保健」

兩項政策進行有關生育資源再分配的手

段，不過這兩項母性政策主要是以「已

婚」婦女為受益對象，未婚與非婚

（如：離婚或喪偶）婦女被排除在外。

這兩項母性政策對於社會資源分配的手

段 ， 不 僅 是 建 立 在 「 選 擇 原 則 」

（principle of selectivity）的基礎，同時

也傳遞著社會對於女性集體想像，根本

是建構在女性生育本能與生物性母職的

價值意識，進而規範女性日常生活中社

會關係的行為與基準。「女人」幾乎等同

於「母親」的代名詞，只要是女人就要

進入婚姻關係，只有在婚姻關係中的懷

孕與生育行為才能受到保障，所以女人

的生育行為是被放置在社會關係中檢

視，這樣的母性政策其實是建立在選擇

性的前提之下，進行毫無差異的一視同

仁的原則，不僅完全忽略了不同年齡、

婚姻、階級與文化女性之間的多元差

異，甚至忽略了女性做為一個個體的主

體性。 

五、誰讓女人陷入家庭與工作兩難？ 
我國憲法對於母性保護，不只著重

於對女性生育權益的保障而已，同時也

保障女性在公領域如：就業場所（註

13）、政治參與（註 14）與人身安全（註

15）等權益。在 1984 年以前有關於母性

政策的內涵，主要是以女性「生育經驗」

（生物性母職）為主，將女性生育視為

是私領域的家庭生活經驗而已，忽略女

性在母職實踐歷程需要的協助與支持。

1984 年之後母性保護的理念，仍舊扣連

著女性懷孕與生育的經驗，不過卻讓私

領域（家庭）與公領域（工作）兩者之

間產生交集，進一步將母性保護的理念

延伸至工作場域中的母性權益保障。 
1970 年代中期台灣經濟發展進入了

勞力密集階段，各地加工區紛紛成立讓

女性有機會參與勞動市場。這股發展趨

勢讓政府開始注意到女性投入勞動市場

的「生產」（production）行列，可能對

「再生產」（reproduction）的影響，因此

開始覺察到應該對懷孕或生產期間女性

給予特殊待遇。1984 年通過的「勞動基

準法」，可以說是戰後母性政策中，第一

個讓女性的生育經驗扣聯著公（工作）、

私（家庭）領域的法案，透過具體條文

保障女性在職場上必須兼顧母職實踐的

基本權益。在 1992 年與 2002 年分別通

過的「就業服務法」與「游離輻射防護

法」，也是延續著婦女權益保障是侷限於

生育健康的思維，保障母體健康不因工

作影響下一代的健康與品質，這些法案

對於女性權益的保障，仍舊建立在鞏固

傳宗接代的父權意識，忽略女性本身在

母職實踐過程應有的支持與權益保障。

這種將女性等同於母親、母親等同於母

職，並將母性政策窄化為生育政策的現

象，到了 2001 年「兩性工作平等法」立

法中才有了鬆動，讓對女性權益的保障

不只重視生育健康，同時也關心女性在

職場上應有的平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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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歸納「勞動基準法」、「就業服

務法」及「兩性工作平等法」3 個法案

中，關於母性保護規定如下： 

夜間工作權益之保障  
根據「就業服務法」第 49 條規定，

禁止女性在晚上 10 點到翌日 6 點工作，

除非資方安排交通工具協助接送或有宿

舍場所提供住宿，這些規定並非出於對

女性主體性的保障，而是為了避免女性

因參與勞動市場在夜間執行業務而影響

其對家庭照顧的責任，清楚界定出女性

在扮演家庭照顧者的角色與責任。即使

許多女性已經不同程度的參與勞動市

場，可是工作仍舊被視為是女性生涯規

劃的附產品、而非主要任務，已婚女性

更不應該積極投入工作場域，工作只是

女性在家庭照顧之餘的點綴花邊。基本

上，這些法規是建立在「男／女」與

「公領域／私領域」二元對立的性別意

識型態之上，女性必須在既有的性別規

範中，實踐社會文化所賦予的母親角色

與母職任務，否則就是壞女人。 

妊娠期間權益之保障  
除了夜間工作時間之規範之外，「勞

動基準法」第 50 條進一步保障妊娠 3 個

月以上流產婦女，可享有 4 個星期產假

的保障，而「兩性工作平等法」（註 16）
也更進一步對 3 個月內妊娠期間流產之

婦女提供適當的保障。「勞動基準法」對

於妊娠 3 個月以上流產婦女的權益保

障，明顯的將懷孕婦女的關懷與權益保

障，導回到以女性為主體的關懷，而

「兩性工作平等法」對妊娠 3 個月以內

流產婦女的權益保障，更進一步回歸到

以女性身體健康需求為主，強調任何女

性在妊娠期間都應該享有所需要的身體

保障。 

哺乳期間權益之保障  
「就業服務法」並未明文規定婦女

在哺乳期間應有權益，婦女「哺乳權」

之規定首度出現在「勞動基準法」第 52
條中：「撫育未滿 1 歲子女之女工，若需

要親自哺乳者，雇主每日應給 2 次哺乳

時間，每次 30 分鐘為限而且，哺乳時間

亦視為是工作時間」（線條為作者自己加

上）。對於育有 1 歲以下嬰兒之女性受僱

者若需要親自哺乳，雇主必須給予每日

兩次哺乳時間的規定，立意雖好卻難以

實現。在當時的社會氛圍，幾乎所有的

工作場域中都未設哺乳室，女性如何實

現親自哺乳的願望？如果女性想要親自

哺乳，就必須奔波於家庭與工作場所兩

地，就交通或時間兩項因素而言，都不

經濟實在，所以當時實際申請哺乳假的

女性少之又少。 
相較於「勞動基準法」的規定，「兩

性工作平等法」第 19 條（註 17）的規定

就較為務實，進一步考量了婦女在哺乳

期間因照顧年幼子女實際需要，而規定

雇主必須給予減少工作時間（1 小時）與

彈性工時，以彌補上述因配套措施不足

而影響其權益之現象。不過，在敵不過

資本家的抵制之下，最後在不增加企業

負擔的前提考量下，立法院將「兩性工

作平等法」第 19 條彈性工時的調整成本

轉嫁到受僱者本身，規定因哺乳需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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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工時之受僱者不得要求雇主給予薪

資（線條為作者自己加入）。誠如 J. Win-
debank（1999）所言，國家如果重視女性

在母職實踐過程中「家庭」與「工作」

的平衡，那麼政策內涵將會著重於促進

女性積極投入就業市場，而女性投入就

業市場愈多，就愈能改變既有的家務分

工模式。在「兩性工作平等法」有關哺

乳假的規定，隱涵著兒童照顧是個人與

家庭的責任、而非國家與政府的責任，

同時也再次強化已婚婦女是屬於家庭，

女性投入就業市場不是了追求經濟獨立

自主，已婚女性的經濟收入只能算是家

庭經濟的補助而已。 
 生理假、育嬰假與家庭照顧假等權益

之保障 
雖然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明訂「國

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人

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

之實質平等」，不過卻缺乏一套完整的法

案，落實保障兩性工作機會平等之精

神。「兩性工作平等法」第 1 條即開宗明

義點出立法之宗旨，在於保障兩性工作

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

性地位實質平等。對於促進兩性工作平

等之措施包括：生理假、產假（或陪產

假）、育嬰留職停薪、育嬰哺乳、育嬰減

少工時或彈性工時及家庭照顧假等六項

規定；其中，生理假與產假僅適用於女

性，陪產假則適用於男性，而其他規定

則是兩性通用。雖然「兩性工作平等

法」對於育嬰假與家庭照顧假規定，均

適用於男、女兩性，可是在現有不平等

薪資結構下，在缺乏積極鼓勵措施的配

套之下，往往導致男性申請育嬰假或家

庭照顧假的比例少之又少，使得育嬰假

與家庭照顧假的規定宣示大於實質保

障。而女性在支持不足的情況下，在面

臨「養育子女」與「經濟獨立」的兩難

時，往往被迫或半被迫的選擇退出勞動

市場。無怪乎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一直

遠低於鄰近的韓國（ 47.7% ）、日本

（49.6%）與歐美國家（德國 48.3%、英

國 54.5%、美國 60.0%、及瑞典 85%）

（林萬億，2002）。 
從「男女工作平等法」的草擬到

「兩性工作平等法」立法通過，共歷經

14 年之久。由於「男女工作平等法」的

目標，除了改善勞動市場中女性因性別

歧視所遭遇到的不公平待遇及掃除女性

就業的障礙之外，同時也期望透過法案

來降低勞動市場對女性的敵意，能鼓勵

更多女性走出家庭、參與勞動市場。張

靜倫（2000）在《台灣的婦運議題與國

家的性別政策》一文中指出，當政策的

目標涉及性別角色的轉換，挑戰社會文

化中深層的性別分工機制，並導致社會

資源重分配，那麼可能引起既得利益集

團的抵制力量就愈大。相較於「勞動基

準法」與「就業服務法」的目標都鎖定

在穩定勞動力資源的目標，並未翻轉傳

統性別角色分工的架構，而「兩性工作

平等法」卻是透過對兩性工作權益的保

障，達到轉化性別角色分工的實質目

標，無怪乎來自利益集團的抵制是如此

的強悍，讓法案立法過程所花費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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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最長。 

就業津貼權益之保障  
受制於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的影響，

已婚女性往往半被迫的在「家庭」與

「事業」之間選擇一項做為生涯規劃。

許多已婚婦女縱使擁有高等學歷，在普

遍缺乏對已婚女性支持配套措施與相關

權益保障的情況下，被迫放棄職業生涯

的追求，使得育齡婦女參與勞動市場的

比率，遠低於鄰近的日、韓兩國。隨著

離婚率上升及家庭結構的變遷，政府開

始注意到單親家庭中獨立負擔家計的婦

女及二度就業婦女之需求，於 1992 年

通過的「就業服務法」中第 24 條與第

26 條（註 18），對獨立負擔家計與二度

就業婦女，提供免費就業訓練與相關津

貼補助等規定。不過，在過去十年期

間，有關「就業服務法」的修法討論

中，一直環繞在開放外籍幫傭的議題，

忽略了對二度就業婦女或獨立負擔家計

婦女的衝擊與實質助益。「兩性工作平

等法」第 24 條亦明訂二度就業婦女之

就業服務、職業訓練及其他權益保障；

不過，在第 17 條第 4 款中卻規定「當

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受僱者之必要

時，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雇主可

以拒絕受僱者申請復職」，這樣的規定

無異是提供給企業雇主一個合理拒絕二

度就業婦女重回原工作崗位之藉口，無

法落實保障弱勢婦女權益之目標。整體

而言，戰後台灣母性政策的發展，無論

是 1980 年代以前以生育為主軸，或是

在 1980 年以後以工作為主、家庭為輔

的發展經驗，都說明了家庭與人口、經

濟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 

六、結 論 
解構以「婚姻」做為資格審查的手

段，回歸以女性為主體的母性政策 
「母職」一詞蘊含著多重意涵，它

可以是指社會文化透過社會制度定義女

性的社會關係，也可以是指女性在日常

生活中所擔負生育與養育的責任，到底

台灣母性政策的發展呈現出甚麼樣的社

會意義？這些社會意義又蘊含著何種機

制規範著女性的社會關係？台灣母性政

策的發展，從戰後初期的家庭計畫辦

理，到世紀之交的「兩性工作平等法」

之實施，共歷經了半世紀之久。在這五

十年期間，無論是早期以生育為主的家

庭計畫或「優生保健法」之實施，或中

期以家庭為主、工作為輔的「勞動基準

法」與「就業服務法」，到近期強調家

庭與工作並重的「兩性工作平等法」，

都勾勒出日常生活中女性與家庭密不可

分的互動關係。然而，這些社會關係又

建構著甚麼樣的母職形象與凸顯出甚麼

樣的社會意涵呢？將戰後台灣母性政策

五十年來的發展特色，綜合歸納如下： 
維繫傳統核心家庭關係為主軸 

戰後台灣母性政策的發展，無論是

早期的家庭計畫，或中期的「優生保健

法」、「勞動基準法」與「就業服務

法」，到晚期的「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

助條例」，總是將女性的角色與家庭生

活經驗緊密結合。不斷複製著母愛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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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母職是女性的角色，家庭是女性最

終的歸屬的價值意識型態，例如：在家

庭計畫與「優生保健法」中所強調的性

別意識與家庭價值，所以不婚或不孕的

女性往往被社會文化所唾棄，更遑論不

符合異性戀主流意識型態的同志身分或

同性戀家庭。在維繫家庭完整與和諧的

前提下，女性必須為家庭犧牲一切，任

何可能破壞家庭和諧的行為，諸如：抗

議丈夫外遇或抵制婚姻暴力，都不為社

會所容許。女性存在的價值是為了延續

父權社會一妻一夫的家庭體制之運作。

在這種「家」、「國」意識型態的操作

下，女性的社會關係往往被化約為私領

域的家庭生活經驗而已。 
許雅惠（2000）在《家庭政策之兩

難――從傳統意識型態出發》一文中批

判，台灣的家庭政策是建立在父權意識

型 態 的 價 值 思 維 之 上 ， 而 林 萬 億

（2002）也指出台灣的家庭政策，缺乏

對多元家庭形式的想像與尊重。即使在

2001 年通過的「兩性工作平等法」中，

仍舊是延續著以異性戀婚姻關係為主軸

的父權意識型態，對「家庭」的定義完

全忽略了時代變遷過程，所謂的「家

庭」已經不在是傳統一夫一妻的核心家

庭形式之事實。在缺乏對單親、單身、

同居或同性戀家庭的尊重之下，無論是

「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或「兩

性工作平等法」中，都忽略了對這些不

符合傳統家庭價值的婚姻或家庭關係中

的婦女提供母性保護。在父權意識的操

控下，「國家」已經成為合法保障男性

權利、規範女性角色與行為的機器。在

傳統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制度下，女性

的主體性往往被忽略，而其權益也更被

邊緣化了。 

殘補式的母性保護之福利思維  
究竟在過去五十年來，國家政府提

供給女性在母職實踐過程多少的權益保

障？從家庭計畫、「優生保健法」、到

「勞動基準法」的實施，女性的母職實

踐一直被界定在「生育」範疇，所以母

性權益也被規範在節育補助、提供懷孕

與妊娠期間婦女之生產假、哺乳假與免

除夜間工作等範疇。在這些母性政策背

後的意識型態，幾乎是將「母性」等同

於「母親」，母性政策就是為了保障這

些準備成為母親的「已婚」婦女之身體

權益。就某種程度而言，1990 年以前的

母性政策其實只能稱之為「母體」政

策，因為女性的權益必須依附在懷孕與

生育之事實，導致母性政策只為了保障

懷孕與妊娠期間之已婚婦女母體健康為

主要範疇，女性的主體性及女性的需求

澈底的被忽略。 
這種以「婚姻」做為資格審查要

件，以「生育」做為交換母性保護的條

件，已然讓國家透過母性政策的制定，

成為宰制女性身體層經驗的機器。誠如

林萬億（2002）在《台灣的家庭變遷與

家庭政策》一文中呼籲，台灣的家庭政

策不應建立在提供生育獎勵，而不給予

養育補助的價值觀。這種建立在生物性

母職之價值理念之母性政策內涵，在

2000 年之後有了些許改變。從「特殊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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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立法過程，已經

逐漸打破了過去這種以「母體」為母性

權益保障內涵的思維，回到社會性母職

的概念，不過「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

條例」之適用對象，卻仍是建立在「婚

姻」與「家庭」兩項資格審查機制。除

此之外，「優生保健法」或「勞動基準

法」對於母性權益的保障，著重於懷

孕、妊娠與生育期間之權益。雖然「特

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提供緊急生

活扶助、醫療補助、兒童扥育津貼、子

女教育補助與法律訴訟補助等協助，卻

必須是符合第 4 條規定，同時家庭收入

必須符合規定，才能享有相關權益的保

障。換言之台灣母性政策對於母性權益

的保護，其實是建立在殘補式的福利概

念基礎。 

支持配套不足的就業環境  
從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觀點，母職是

女性在日常生活的選項之一，所以母性

政策存在的價值在幫助女性平衡家庭與

工作之間的矛盾與衝突。 Windebank
（1999）的研究也說明，在愈重視女性

多元角色實踐的社會中，國家政府愈會

透過母性政策的制定，提供適度的支持

配套方案以降低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困

境。反觀戰後台灣母性政策的發展，在

「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意識型態

下，女性（特別是已婚婦女）要進入勞

動市場需要克服重重困難，如何讓自己

在參與勞動市場的過程，又不妨礙養育

與照顧子女的母職角色之實踐，是女性

在選擇進入就業市場以前就必須妥當安

排。 
無論是「勞動基準法」或「就業服

務法」，對於女性在母職實踐過程相關權

益的保障，幾乎都是侷限在與生育有關

的生物性母職的想像。過度強調對懷孕

與妊娠期間婦女身體權益的保障，反而

忽略了女性在養育兒女過程其實需要相

當多的協助與支持，才能平衡公領域

（工作參與）與私領域（家庭照顧）兩

者之間的角色與責任之事實。就「勞動

基準法」而言，政府對母性權益的保

護，唯有當女性參與勞動生產工作而妨

害再生產事實時才介入提供保障。雖然

「就業服務法」已經進一步考量到女性

往往因為擔負家庭照顧責任中斷職業生

涯之需要，而針對二度就業婦女提供就

業訓練與津貼補助等協助，其本質仍舊

是屬於事後補救的殘補式福利思維，無

法促進女性充分就業以達到經濟獨立自

主。簡單的說，無論是「勞動基準法」

或「就業服務法」，都是將女性參與勞動

市場視之為配合家庭照顧需要為前提，

導致普遍瀰漫在就業市場的性別隔離、

同工不同酬及不孕與不婚條款的性別歧

視現象，成為抑制女性積極參與勞動市

場的反挫勢力。 
「兩性工作平等法」是戰後台灣母

性政策發展的轉戾點，許多的條款規定

都已超越生物性母職的思維，諸如：哺

乳假、育嬰假與家庭照顧假等規定，都

已關注女性在社會性母職所需要的協助

與支持。許多條款規定諸如：第 7 條規

範雇主在招募、進用、甄試、分發、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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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考績與陞遷方面，不得因性別而有

差別待遇，及第 10 條規定雇主不得因性

別因素而影響薪資給付等規定，都是針

對女性在職場上不利的情境，以積極性

的明文禁止規定替代消極性的宣示性條

文，積極促進兩性參與勞動市場，保障

女性在職場上的工作權益之具體表徵。

畢竟「兩性工作平等法」對於企業雇主

的強制要求太少，許多規定都是以

「得」、而非「應」規範之，在缺乏明確

的罰則下，加上僅適用於 30 人以上之企

業體，到底「兩性工作平等法」的實

施，能達到多少鼓勵女性積極投入就業

市場，解構兩性既定的角色之成效，實

有待觀察。 

強調「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角色  
在後結構女性主義的眼中，最好的

「母性政策」並非用來拒絕女性的社會

性母職經驗，而是用來幫助兩性都有機

會實現親職的角色；然而，在父權社會

中，母性政策往往卻成為規範女性母職

角色的制度。在生物性母職等同於社會

性母職的意識型態下，建構出「男主

外、女主內」的「男人養家、女人持

家」的性別分工模式，不僅將女性排除

在公領域的社會參與之外，同時也將男

性排除在私領域的家庭生活經驗以外。

在傳統社會中，要解構父職的形象重新

建構兩性的親職角色，就必須依賴社會

政策的規範，透過強制規定或積極支持

的配套方案，讓兩性在扮演親職過程中

有更多自主的選擇，才能鼓勵更多女性

投入勞動市場，而男性願意擔負親職的

角色。相較於「優生保健法」或「勞動

基準法」，「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

例」是提供較多的支持與協助，可是其

適用範圍則以特殊境遇婦女在發生緊急

事故期間為主，主要的支持方案則以提

供緊急生活扶助、醫療補助、兒童托育

津貼、子女教育補助與法律訴訟補助等

協助為主，所以是一種短期式的事後補

救措施、而非普同式的福利權益。事實

上，並非處於特殊境遇的婦女都適用，

而必須是特殊境遇婦女、同時所得收入

也必須在規定之內，才可以獲得相關權

益的保障，導致「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

助條例」實施以來，申請的婦女並不

多，保障特殊境遇婦女之母職實踐的實

施效益亦不彰。 
戰後台灣母性政策的發展，在 2001

年「兩性工作平等法」立法通過以前，

並未出現對女性在母職實踐過程積極性

的支持方案或配套措施。過去女性在職

場上的經驗，往往因為性別因素，導致

在僱用、升遷與薪資方面有不平等待

遇。在女性薪資普遍低於男性、而升遷

機會又不如男性的就業條件下，更進一

步強化了「男人養家、女人持家」的性

別角色的分工模式。「兩性工作平等法」

立法主要目的，在於保障兩性工作平

等、消除性別歧視與促進兩性地位實質

的平等，所以第 7 條規範雇主在招募、

進用、甄試、分發、配置、考績與陞遷

方面，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而第

10 條規定雇主不得因性別因素而影響薪

資給付。「兩性工作平等法」除了在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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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性別歧視的工作環境之外，同時對社

會性母職也提供許多的支持協助，如：

女性的生理假、哺乳假、育嬰假與家庭

照顧假，及男性的育嬰假與家庭照顧

假。這些規範打破了傳統社會「男人養

家、女人持家」的分工模式，進一步勾

勒出兩性在親職實踐過程中多元角色的

概念。 
在 21 世紀的今日，許多的性別現

象與女性權益總是被我們視為理所當

然，忘了前人篳路藍縷的努力與經營。

在開放的社會關係中，更容易讓我們只

看到兩性互動關係的表象，而忽略了背

後的性別意識是如何依附在各種社會制

度中，影響日常生活中的兩性互動關係

與權益。試想在母職經驗被化約為生育

經驗的年代，女性的權益必須依附在子

宮才能受到基本保障，所以女性必須集

結起來對抗這種將女性身體物化的社會

事實。當女性走出家庭進入勞動市場，

面對因性別而遭受到各種不平待遇卻又

要忍氣吞聲，女性可以集結起來對抗這

種性別歧視的就業環境。當女性遵守

「從父、從夫、從子」的傳統道德思

維，卻又經常要遭受配偶暴力相向或雄

性暴力的威脅時，女性可以集結起來對

抗這種暴力威脅的生活環境。然而，當

國家政府透過法定程序制定相關政策與

制度之後，女性的母性權益受到適度的

保障了嗎？我們還需要甚麼？在現代工

業社會與民主政體中，權力往往會透過

社會制度合理化對身體的操控，這就是

Michel Foucault 對 body politics 的詮釋。

如果有這樣的警覺與反省，那麼更應該

思考我們應該要有甚麼樣的母性政策？

本文對戰後台灣母性政策的性別社會關

係之剖析與性別意識的輪廓勾勒，但願

能做為未來規劃母性政策之參考。 
（本文作者現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

工作學研究所副教授） 

註 釋 

註 1： 台灣女性在育齡階段仍舊在就業市場上的比例不到 47%，若加上因家庭照顧與

子女照顧而暫時離開就業市場的比例則更高。 

註 2： 在本文中我所關心的「母親」是社會性母職（social motherhood）而非生物性母

職（biological motherhood），也就是當女性因為生與或領養而成為母親，日常

生活中因為照顧子女的生活經驗。 

註 3： 我國並無單一之政策稱之為母性政策，在本文中只要是與母親角色實踐有關之

政策都稱之為母性政策。 

註 4： Preece（2002）認為在資本福利國家中，「政府」是國家進行社會控制的合法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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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5： 將女人的母職經驗視為是再生產或生殖（reproduction）經驗而已，完全忽略女

人在就業市場的生產（production）經驗。 

註 6： 使用 maternity allowance 的女性必須是在勞動市場有全職的工作才可以，所以與

女性在勞動市場的資格有關。 

註 7： 在 1975 年以前公部門透過社會保險提供懷孕與生育給付，但是私部門卻只提供

生育期間的的休假、卻不給予津貼補助，直到 1975 年以後通過了〝Employment 

Protection Act〞，才提供女性有 6 個月「不給付」的育嬰假（upaind leave）。 

註 8： 條件限制是父母在這一年中必須已經連續工作 6 個月以上或是在過去 2 年中必

須工作 12 個月以上。 

註 9： 第 2 條規定：「特殊境遇婦女是指 15 歲以上、65 歲以下之婦女，家庭總收入

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當年公布最低生活費用標準 2.5

倍…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夫死亡或失蹤… 單親無工作能力，或雖有工 

作能力，因遭遇重大傷病或為照顧子女未能就業者…」 

註 10： 生育經驗是屬於生物性母職的層次、而非社會性母職。 

註 11： 在 1960 年代以前，台灣的人口成長率一直都維持在 3%以上，在 1963 年是第一

次降至 2.96%，而到了 1972 年更降至 1.94%，之後大約都維持在 2%左右，到

了 1990 年以後十年期間更降至 0.8%（林萬億，2002）。 

註 12： 所謂「人工協助生殖技術」是指當婦女無法透過正常性行為過程受孕，必須藉

由醫學技術的協助才能達成受孕目的。 

註 13： 憲法第 153 條規定：「…婦女、兒童從事勞動者，應按期年齡及身體狀況，與

以特別之保護。」 

註 14： 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規定：「…應有婦女當選名額 1 人，超過 10 人者，每滿

10 應增婦女當選名額一人…。」 

註 15： 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規定：「…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

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 

註 16： 「兩性工作平等法」第 15 條規定：「雇主於女性受僱者分娩前後，應使其停止

工作，給予產假 8 星期；妊娠 3 個月以上流產者，應使其停止工作，並給予產

假 4 星期；妊娠 2 個月未滿 3 個月者，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一星期；妊

娠未滿 2 個月流產者，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 5 日。」 

註 17： 「兩性工作平等法」第 19 條規定：「受僱於僱用 30 人以上雇主之受僱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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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育未滿 3 歲子女，得向雇主請求為下列 2 款事項之一： 每天減少工作時間

1 小時，減少之工作時間，不得請求報酬； 調整工作時間」。  

註 18： 「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規定：「主管機關對下列自願就業人員，應訂定計畫，

致力促進其就業，必要時，得發給相關津貼或補助金： 負擔家計婦女。 中 

高齡者。 身心障礙者。 原住民。 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其他經   

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前項計畫應定期檢討，落實其成效。第 1 項津貼

或補助金之申請資格、金額、期間、經費來源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第 26 條規定：「主管機關為輔導因妊娠、分娩或育兒而離職之婦

女再就業，應視實際需要，辦理職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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